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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梳理，呈现出生态环境领域我国社会结构变迁

的以下特征：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影响与生态环境约束的日益凸显、消费主义的盛行与绿色生活的推崇、环

境问题的聚焦建构与环境行动的虚拟支持、环境不公的全球扩散与共同行动的积极倡导、绿色发展的着力

推进与环境治理的不断深化。进而提出应着重对城乡不平等与绿色城镇化、绿色生活方式、网络环境行动、

全球性环境问题以及复合型环境治理展开深入探讨，以进一步提升我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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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社会学自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开始翻译介绍西方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邓勒普、小凯顿，

1982），中间经历了“无学科意识的自发介绍和研究”与“有学科意识的自觉研究和建构”两个阶段（洪大用，

2007：前言），进入 21世纪以来发展非常迅速，涌现出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环境社会学与其

他环境社会科学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洪大用，2014）。在此过程中，伴随着我国环境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

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的持续变迁以及环境状况的日趋严峻。围绕中国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

洪大用（2001a）提出了“社会转型范式”，并指出：以工业化、城市化和区域分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转

型，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放权让利改革和控制体系变化为主要特征的体制转轨，以道德滑坡、消费主义兴

起、行为短期化和社会流动加速为主要特征的价值观念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环境状况的恶化，

进而提出通过组织创新与优化社会结构以促进环境保护。上述观点实际上阐述了社会转型的双重作用，

即急剧社会转型在加剧环境破坏的同时，也给环境治理、环境保护带来新的希望与可能。

在社会转型范式等理论视角的影响下，我国环境社会学者围绕社会结构变迁与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

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本文侧重

从城乡二元结构、消费社会、网络化、全球化及环境治理等方面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梳理，以

期更好地理解与把握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实质，进一步推进环境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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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影响与生态环境约束的日益凸显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流动的加速，刚性的城乡分隔与对立被逐渐打破，但城乡发展不平

衡、城乡不平等仍然存在，这是农村环境问题被遮蔽而日益恶化、农村环境状况难以改变、城镇化进程愈发

受到生态环境约束的重要原因。

从整体层面上来看，城乡之间的迅速分化对我国生态环境形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一方面，落后地区

的居民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拥有强烈的发展经济的冲动，这种激情之下的无序开发是我国生态环境

恶化的巨大威胁；另一方面，由于不平等的社会经济体系的作用，当遭遇环境问题以后，落后地区无力投入

必要的资金进行环境保护（洪大用，2000a）。有学者以太湖污染治理为例（马道明，2015），指出城乡二元社

会结构的存在导致农村环保基础设施缺乏，生活污染负荷增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亦导致居民在农业生

产中不惜以破坏环境换取经济利益。可见，城乡发展不平衡使得农村落后地区陷入了经济发展落后和环

境状况日益恶化的双重困境。实际情况表明，城乡二元控制体系亦是城乡环境问题表现出明显差异的重

要原因，城乡社会控制在组织手段、制度手段和舆论手段的二元性，城乡之间在自在控制与自为控制、控制

与反馈等控制过程的二元性，致使我国城市环境问题局部有所缓解、工业污染逐步受到控制的同时，农村

环境问题逐渐恶化，甚至面临着失控的风险（洪大用，2000b）。

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战略难以彻底转变，在快速发展的愿景之下，农村环

境问题常常被遮蔽，农村环境保护容易被忽视，加之环境保护投入不足等制约着农村环境状况的改善，随

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污染往往被转移并扩散到农村地区。如张彪（2010）详细

比较了中国城市与农村在环境保护中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配备等方面的差距：自 1998年以

来，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中近 52%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差距平均为 35~59
倍，生活垃圾处理差距 7~17倍；乡镇环境保护机构仅占环保机构总数的 4%~15%，环保人员仅占 1%~4%。

而罗亚娟（2010）指出，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污染企业存在由东部向西部、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从城市

向农村迁移的三条路径。陈占江、包智明（2013）的研究则发现，从计划经济时期到经济转轨时期再到市场

经济时期，各个历史时期的农村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下乡工业制造的“副产品”。

改革开放以来，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改变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推进城乡一体化，我国经历

了快速城市化进程，但由于缺乏合理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制度以及对生态环境约束、环境风险与环境问题的

忽视等，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能源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增加、城乡分化加剧等诸多问题。如盛

广耀（2009）认为，由于缺乏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在城镇化发展的认识和指导思想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采

取的依然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由此也导致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资源利用率低、能源消耗量大，城市

化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等生态环境问题。而张玉林（2010a）认为，高度反自然的城市生活削

弱了包括研究者在内的各种人对于自然的感应能力，因此导致各城市主体“无视”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对

于农业和农民所造成的全面的和无所不在的损害。洪大用、张斐男（2013）则指出，在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

中，相对落后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较为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带来诸多社会风险。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各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不断出现，注重生态环境约束、环境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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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预防和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城镇化建设，已成为城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如荣宏庆

（2013）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资源、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

城镇化，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生态城镇建设、加强生态环境制度体系构建，是城镇生态文明建设的最

优路径选择。王芳（2013）则认为，只有以全面推进城镇化的生态化转型，走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

展与协同创新之路，才能化解城镇化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风险，并主张从空间结构、经济和产业结构、制度与

文化结构和人的生态化转型等四个方面来构建全面生态化转型。另有学者探讨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环境

风险的防控及应对策略，如主张建立跨区域环境治理机构，确立企业、个人、非政府组织等环境治理主体地

位，规范环境管制标准在司法裁判中的效力，扩大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强化环境行政主体的行

政强制执行权等（沈月娣，2014）。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实施城乡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协同发展实则是改善当前城乡环境问题的

核心要义。如王晓毅（2014）指出，当前农村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除了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外，更

主要的原因在于城乡之间不平等的二元社会结构和项目式的环境治理模式，故改善当前农村环境问题的

核心是要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实现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实施城乡统筹和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模

式。张玉林（2010b）认为，在总体性政治和社会结构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城市环境受害的减轻，可能预

示着农村环境受害的加重。一旦环境矛盾与环境风险的区域转移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等社会因素相重

叠，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危机，其需要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对环境措施进行变革（李德营，2015）。因

此，摆脱以权力导向为主的城乡分隔式生态环境治理体制，加强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保障城乡

居民之间享有平等的环境权益，推动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平等与城乡协调发展是构建我国城乡生态共同

体的迫切要求（范和生、唐惠敏，2016）。

二、消费主义的盛行与绿色生活的推崇

消费主义的盛行是环境状况日趋恶化的催化机制，而消费社会的到来，带给人们巨大物质财富的同

时，也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伴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展，生活污

染已成为我国环境问题的重要方面，“生活者的致害者化”愈发凸显，与此同时，人们亦逐渐意识到严峻的

环境状况与自身行为密切相关（彭远春，2011）。故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除了采取科学与技术治理手段之

外，还应重视个体的生活方式及其日常生活实践。

洪大用（1999）认为过度消费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如增加对资源的压力、产生过多的废弃物、通过

带动工业发展而加剧环境污染，破坏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景观；而消费不足也会造成人们对环境的肆意掠夺

与破坏；故不仅要反对和抵制消费主义，也要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促进社会均衡消费。另有学者指出，

作为一种广泛流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消费主义所倡导的消费方式不过是生产经营者为了追求自

己的经济利益而建构出来的，其本身是不可持续的，会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和资源匮乏（陈莉，2001）。

而侯玲、张玉林（2007）则发现，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消费文化既是国家政策选择的结果，也是电视、广告

等大众传媒建构出来的一种消费形式，而消费主义心理的大众化使得环境危机以“过度消费”高尚化的

名义肆虐；作为与生产相对应的消费子系统，其地位和作用一再凸显但却被长期忽视，成为环境危机加速

升级的催化机制。

社会结构变迁的环境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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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在带来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进而不利于生态文

明建设的顺利推进。如秦鹏（2008）指出，当人们沉浸在消费社会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和消费需求不断得到

满足的时候，却发现消费的急剧增长在带来经济社会繁荣和进步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资源的大量

消耗和环境的极大破坏。而消费社会中对技术理性的过度崇拜、资本的利益驱动、消费文化的广泛传播和

大众传播媒介的推波助澜是导致生态环境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平欲晓，2016）。刁龙（2016）从异化生产、

过度消费、价值物化和精神贫困等方面论述了消费主义价值形态下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物质困境和精神

空场。胡建（2016）则认为，消费主义在当下中国主要表现为奢侈性消费、超前性消费、过渡性消费和野蛮

型消费，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严重影响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随着生活污染的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逐渐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恶化与他们的消费行为和生活

方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消费者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倡导通过调整消费者的消费

观念、消费行为与消费模式来缓解消费社会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杨家栋、秦兴方（1997）指出，

可持续消费是既符合代际公正又符合代内公正的消费形态，并提出生产源头控制、动机控制、污染处理机

制和监督与检测控制机制等实现可持续消费的途径。洪大用（1999）则认为，适度消费是促进个人全面发

展的重要手段和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有助于协调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提

出了适度消费应遵循环境供给、宜于生存、宜于尊严和代际均等四项量的原则，以及遵循消费结构合理和

消费均衡与公平等质的规定。秦书生、遆永娟、王宽（2013）认为，绿色消费是一种生态行为文明的消费方

式，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基础，顺应了社会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趋势，保护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是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南丽军、王玉华（2016）则强调，为了推进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系统工程，

必须抓住建设新型消费文化、转变消费模式这一切入点和突破口，发展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绿色消费文化

与绿色消费模式。

实际上，在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转变的背后，是对绿色生活方式的推崇。绿色生活方式倡导节约，倡

导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倡导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注重发掘人的内在潜能，凸显了个人、社会

及资源环境的价值；而在理解人生价值和了解环境状况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生活态度、在日常生活实践中

践行绿色行为以及建立制度性集体约束是建立绿色生活方式的关键，但绿色生活方式的建立必须跨越消

费主义盛行、资本力量主导和社会结构不均衡三座大山，任重而道远（洪大用，2009）。

三、环境问题的聚焦建构与环境行动的虚拟支持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已进入网络化时代。社会生活网络化已经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结

构变迁：缺场交往快速扩展、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社会认同的力量彰显（刘少杰，2012）。在网络社会的新

形态下，网络愈发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在环境问题的建构与阐释、环境行动的组织动员与集体认同

构建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成功的意义阐释和问题建构是环境问题呈现的重要条件，而网络等大众传媒有利于环境信息的广泛

传播，有助于环境主张的集成、表达和竞争（约翰·汉尼根，2009；龚文娟，2013），也是环境问题聚焦建构的

有力支撑。如许加彪（2013）认为，人们日常生活虽然与环境时刻不离，但由于个体认知能力与直接经验有

限，并非所有的人对环境污染都有清醒而全面的认识，故对社会的认知与判断往往需借助于他人与间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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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而大众传媒集中、广泛及细致地对公众展开信息轰炸，环境问题方才真正变成“环境问题”，进入人们的

视野。郭巍青、陈晓运（2011）则指出，公众的风险感知经由媒体和互联网的传播造成了焦虑社群，进而促

使环境异议生成并最终导致环境集体行动的发生。

互联网作为环境抗争的重要动员手段，直接影响着环境抗争行动的发生。童志锋（2013）认为，互联网

通过降低信息发布、获取的成本以及强化已有的社会网络，为公众沟通提供了重要的平台，通过这一平台

可以使屏蔽的信息公开化，也可以使环境问题的持续讨论成为可能，这就有效地促进了环境运动的动员。

而长期形成的公众网络的运作机制使得环境运动事件的信息和指南能够在第一时间传递到各个组织的积

极分子、成员、志愿者等人员手中，并通过他们进一步向外扩散（童志锋，2009）。互联网作为一种虚拟的空

间结构，在环境抗争过程中存在着线上抗争和线下抗争两种形式：对于浅层行动，在线动员能够实现广泛

的离线参与；对于深层行动，在政治弱控制、参与热情高涨的运动初期，在线运动效果较好，但在政治控制

介入、行动力弱化的运动维持阶段，则需要通过离线的二次动员或现实网络来保证参与并支撑运动的持续

性（卜玉梅，2015）。任丙强（2013）也认为，在缺乏正式社会组织的城市社区，互联网作为一种重要的替代

性动员工具和结构，对城市社区的集体环境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在抗争初期更加明显。

互联网的运用也有利于行动者对有限政治机会的把握。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媒介，互联网拓宽

了政治系统与公民之间信息交流与沟通的渠道，有利于公民自由表达自身的愿望和要求，减少公众不理智

的和过激的政治行为（周巍、申永丰，2006）。王全权、陈相雨（2013）亦指出，以平等、开放、自由著称的互

联网的出现，不仅给处于环境抗争困境的公众带来了新的社会体验，而且赋予了公众利益表达和权益诉求

的能力和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下中国的话语权力分配格局。而另类媒体往往是由抗争者为了

在大范围内进行抗争宣传和动员而自发创办的，在寻求有影响力的盟友方面相比传统媒体更有优势，通过

将有影响力的个人和组织纳入行动网络中，创造了更多的政治机会（曾繁旭、戴佳、王宇琦，2014）。由此可

以认为，网络信息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基本权利格局，为公众提供了新的平台和资源，极大地

扩展了其获取、运用、创造和扩散信息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是对原本碎片化、草根化的公民环境主义的政治

赋权（黄晗，2014）。

互联网的使用亦有利于行动者之间集体认同的构建。童志锋（2011）从边界、意识和仪式等集体认同

的三个面向对认同建构过程进行分析，以此揭示了公众集体行动可能性的条件。但在地方政府和既得利

益群体的双重压力之下，公众的环境抗争行动时常面临被瓦解的风险，然而公众通过网络互动，提升环境

抗争的意义和价值，进一步加深了公众的集体认同感，提高了公众的组织自律性和战斗力，促进了公众环

境抗争效能的提升（王全权、陈相雨，2013）。实际上，互联网作为一种公共空间，有利于不同观点、态度和

意见的充分表达，环境抗争者通过互联网所提供的绿色公共空间进行沟通和交流，有利于增强行动者之间

的相互信任，并为行动者之间的认同建构提供了新的空间（任丙强、孙龙，2015）。

四、环境不公的全球扩散与共同行动的积极倡导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跨国组织的蓬勃发展以及社会流动的加速，全球

经济社会联系日趋紧密，全球社会已然到来。由此，区域性的环境问题可能带来全球性后果，不平等的政

治经济体制致使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在全球扩散，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地遭受着全

社会结构变迁的环境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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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和环境风险，全球性环境危机如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更易引起世界各国的

关注和行动。

不平等的政治经济体系是造成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问题，以及环境不公正在全球扩散的

重要因素。沃勒斯坦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基于不平衡发展、不平等交换和剩余价值占

有的等级制体系。其中“中心地区”是指利用边缘地区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品以销售

牟利，并控制世界经济体中贸易和金融市场运转的地区；而“边缘地区”是指依靠粗放耕作和强制劳动从事

经济作物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并向中心地区提供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销售市场的地区（舒建中，2002）。

“中心—边缘”格局造成的国家间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多

的是建立在对资源的掠夺和破坏的基础上，由此也导致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环境风险和环境问

题。公害输出论则认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对于环境污染的管制因国而异，发达国家对于环境

污染的管制相对较为严格，而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的发展，对环境污染的管制相对宽松。因此，就产

生了从管制严格的发达国家向管制宽松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工厂和工程的现象（包智明，2010）。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贸易的不断增长，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国际层次上受到的环境

不公也日趋严重（关盛梅、于景辉，2007）。洪大用（2001b）指出，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其富足的生活方式

和消费习惯，在占用大量全球资源的同时，还通过资本的国际周转，将大量破坏生态环境和危害人体健

康的生产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殖民。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历来是发达

国家转移废弃物和垃圾的对象（曾建平，2008）。除了生产性污染的直接转移，发达国家亦通过文化输

出的形式将本国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也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如刘忠

超（2014）认为，历史上遭受过环境问题困扰的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科技创新和舆论操控等方面的优势，

将不合时宜、饱受诟病的消费理念和产品大规模地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在攫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把环境

问题引入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不但自己实行一套高消费的物质生活方式，而且通过跨国组织和文化输

出的形式将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发展中国家，这无疑加剧了跨国界的环境污染和环境公平公正问

题（侯玲、张玉林，2007）。即便在国内，地区和群体间的环境不公亦日趋严重，低社会经济地位者不成比例

地承担着环境风险和遭受着环境污染，其加大了区域环境风险，威胁国家的环境安全，并加剧了社会不公

（王芳，2012a；龚文娟，2014）。

与全球气候变暖日益严重相伴随，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社会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洪大用、罗桥

（2011）在分析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客观性、有害性、不确定性、全球性和建构性等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指出气

候变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事实，并对社会机构与社会成员的行动产生了影响，倡导社会学学科进行反

思与变革，围绕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差异风险与整体风险、区别责任与共同责任、适应

性变迁与整体性变革等论争展开深入探讨。与学者们普遍关注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不同的是，公众对于

气候变化成因及其影响的了解比较有限，公众行为虽呈现出积极取向，但是行为的自觉性依然不容乐观

（洪大用、范叶超，2013）。王晓毅（2013）通过内蒙古一个草原社区的案例说明，不适当的社会制度变迁会

加剧气候变化的危害，在干旱和制度变迁的共同作用下，牧民生计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张倩（2011）则认

为，面对变化的自然条件，牧民适应能力的强弱取决于当地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否有利于牧民采取有效的应

对和适应策略。

此外，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学者们倡导包括国家、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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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主体共同行动，积极推进低碳社会建设。如洪大用、范叶超（2013）指出，气候变化在成为一项社会

议题并要求社会成员做出行为应对方面，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

际情况，切实贯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制定更加合理的政策组合，以凝聚各行动主体的合力。另

外要真正应对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环境变化，需着力推动涵括低碳经济、低碳政治、低碳文化、低碳生活等

在内的系统变革，在全面反思传统工业社会之技术模式、组织制度、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推进低

碳社会建设（洪大用，2010）。王芳（2012b）则指出，面对国内与国际双重压力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气

候环境的两难抉择，将低碳转型与“两型”社会建设有机结合，不断加大低碳技术和低碳制度的创新力度，

走中国特色低碳发展之路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正确道路选择。

五、绿色发展的着力推进与环境治理的不断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由注重经济增长、关注环境保护的粗放发展阶段过渡到注重经济增长与环境

保护相协调的绿色发展阶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主导型环境保护模式的局限性也日渐显现出来，如

治理成本急剧扩大、效率较为低下、环境侵害与环境冲突增多，甚至出现环境治理失灵的局面（洪大用，

2008）。对政府主导型环境保护模式进行反思与变革，推动建立了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公众等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保护模式和复合型环境治理模式，进而为环境状况的改善、环境质量的提升以及经

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绿色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加速，我国社会逐渐由注重经济增长、关注环境保护的粗放发展阶段转向注

重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绿色发展阶段。如胡鞍钢、门洪华（2005）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经历了从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转轨时期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三次重大调整，推进了由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的

战略创新，其中 20世纪 80年代初提出了第二代经济发展战略，但仍然是以物为中心，追求经济高增长为最

重要、最优先的目标，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自然资源供给的严重不足、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自然资产的严重损失等诸多问题；而为应对上述严峻挑战，实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21世纪初提出了

第三代科学发展观战略，其注重解决城乡与地区间差距不断拉大、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调、改善生态环境及

实现绿色发展等问题。

亦有学者如郇庆治（2012）认为，绿色发展可从生态可持续的绿色发展、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资源可

维持的绿色增长这三个层级来理解与界定，并将世界各国的绿色发展概括为生态现代化模式、生态行政主义

模式和可持续增长模式三类，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绿色发展大致是在资源可维持这一

层级上被政治议题化和政策化的，侧重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下适当考虑自然生态尤其是资源的可持续

性，而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的并重和共赢仍更多停留在绿色意识形态话语层面。洪大用（2012）则

指出，我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强化环境保护，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体现出生态现代化取向；

但技术条件不足、经济发展不充分和不均衡、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带有鲜明的政府主导色彩，又使得中国生

态现代化具有自身特点及风险。故应在反思与借鉴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经验的基础上，重视推进社会建设与

社会变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避免新的“绿与非绿”的二元社会分割，进而着力推进我国绿色发展。

与粗放发展阶段转向绿色发展阶段相伴随，我国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正在经历从政府主导型模式向

多元主体参与型模式以及复合型模式的转变。由于我国环境治理所具有的早生性、外生性、形式性和脆弱

社会结构变迁的环境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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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特征，以及长期以来我国环境治理主体不完整这一内在的、结构性的缺陷，我国环境治理状况呈现出

一种“边治理、边衰退”的突出特征，故面对我国环境治理失灵的现状，要在继续改进并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的同时，通过组织创新，凝聚并壮大中国民间环保力量，以及根据中国公众参与的新情况、新特点，借助公

众的理性维权行动，来完善我国环境治理主体，进而达到改进我国环境治理效果的目标（洪大用等，2007；
洪大用，2008）。周晓虹（2008）以秦淮河治理为例，探讨了国家、市场与社会力量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及其

相互关系，指出只有在国家继续保持主导地位的同时，将一部分责任和义务有效地转移给社会，建立起一

种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互动的合作模式，才能实现环境的有效治理和保护。

王芳（2009）从“政策”与“管理”两个方面对我国政府主导的环境管理模式中存在的制度困境进行了

系统分析，认为环境制度的创新之处在于构建一种包括企业、环境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等社会力量在

内的制度形态，对政府在微观领域的作用进行补充或替代。林兵（2010）认为，社会转型在客观上为社

会力量介入环境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民间环保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中坚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以往在环境保护与管理中有政府而无社会的局面，有助于协调和谐社会与环境的关系。陶传进

（2005）则指出，社区自身的特点使得其在促进环境保护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社区是凝聚民间环保力

量的重要机制和载体。

林梅（2003）着重探讨了环境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机制问题：由于政策制定的不完全性、人们对政策与环

境的认知差异、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互补与摩擦、组织借助中的规范多重性以及政策实施中监控问题

的存在，政策执行有可能偏离决策者的初衷而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陈阿江（2008）则发现，文本规范与实

践规范相分离是影响环境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周雪光、练宏（2011）探讨了环境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内

部上下级部门间讨价还价的谈判策略，委托方通常采取常规模式与动员模式二种策略，代理方在随后的应

对过程中在正式谈判、非正式谈判、准退出这三种策略中加以选择。练宏（2016）分析了环保部门弱排名激

励形成和长期存在的原因，完成任务逻辑、激励逻辑和政治联盟逻辑之间序贯作用的政治过程是弱排名激

励的形成过程，其可在内部作出调整，能保证灵活的权威支配，进而有助于促进同级合作、塑造上下级的松

散关联以及避免外在激励过度。可见，制度完善与组织创新、环境政策有效落地是环境治理取得成效与不

断深化的重要保证。

公众环境意识的提升以及环境友好行为的践行是环境治理深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的内在动力。研

究发现，我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整体偏向物质主义和粗浅层次（洪大用，2005），而性别、年龄、收入、教育

水平等个体层次的变量和环境关心有显著关系，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城市类型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环境

关心无显著关系，但所在城市的第一产业比例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与环境关心有显著正相关（洪大用、卢春

天，2011）。此外，公众日常行为已成为我国环境问题的重要致因，我国公众环境行为的弱参与、浅层性、简

易性等特征不利于环境状况的改善与环境质量的提升，如何改变已有的环境破坏行为，培育负责任的环境

行为就成为环境保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彭远春，2011、2013）。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错综复杂影响因素的交织和

共同作用使中国正在跨入一个复合型环境风险频发的环境高风险时代，应立足于环境风险多元共生的基

本国情，加快推进从传统环境管理模式向现代复合型环境治理的理念更新与实践转向，对以国家为中心、

政府为主导、环境污染控制为主要目标的传统环境管理模式进行变革，着力构建和完善环境风险防控机制

及制度体系，进而提升环境风险复合型治理的能力与效率（王芳，2012c、2016）。洪大用（2013、2016）则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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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当前我国环境治理已经迈入复合型治理的新阶段，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要通过技术创

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观念创新，通过社会建设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用生态现代化理论指引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的相互协调。

六、小 结

综上所述，在生态环境领域，我国社会结构变迁呈现出以下特征：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影响与生态环

境约束的日益凸显、消费主义的盛行与绿色生活的推崇、环境问题的聚焦建构与环境行动的虚拟支持、环

境不公的全球扩散与共同行动的积极倡导、绿色发展的着力推进与环境治理的不断深化。我们应基于绿

色发展的实际与行动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着重对城乡不平等与绿色城镇化、绿色生活方式、网络环境行

动、全球性环境问题以及复合型环境治理展开深入探讨，进一步提升我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水平及积极建

构实践取向（洪大用，2014）的环境社会学。

首先，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深层原因，而农村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日益加剧又

在某种程度上再生产或强化了已有二元结构，进一步拉大城乡差别并削弱了农村社会缩小城乡差别的能

力（洪大用、马芳馨，2004）。注重生态环境约束、环境风险预防与城乡协调发展的绿色城镇化的推进、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的完善、社会组织力量的壮大并有效参与环境治理以及城乡生活主体的环境意识及环境行

动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桎梏，从而促进环境服务的城乡均等化和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

化。当然，我们需注意城乡社会流动对城乡二元结构的侵蚀、移植抑或重塑作用，关注更为隐秘的、更具文

化性的“象征二元结构”（王建民，2008）对城乡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缓解的潜在影响。

其次，随着生活污染的日趋严峻，生活者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讨生活者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及日常生活实践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

系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可能影响。与消费主义盛行、消费社会来临相对应，学界对消费模式的探讨涉及了可

持续消费、适度消费、绿色消费以及绿色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些内容突出了生活者的主体作用与日常生活

的实践意涵。此外，许多学者赞成通过调整生活者的消费方式与生活方式来缓解消费对环境的影响，但侧

重从心理性变量和营销性变量来理解与解释绿色消费的内在机理与影响机制，因此亟需从节俭主义到消

费主义的转变、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分层及其社会意涵、绿色生活观念的增强等日常生活的实践逻辑与

权宜策略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既有研究。

再次，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公众环境行动有了新的载体与依托，互联网技术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

塑造了新的话语空间与机会结构，进而提升了公众应对环境风险与环境问题的能力。应注意的是：第一，

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网络使用者一般都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知识与技能，但因信息鸿沟、信息分

隔及文化差异的客观因素，仍存在信息配置的不平等，这进而影响到环境信息的传播、环境问题的聚焦以

及环境行动的实施。第二，尽管网络依托虚拟空间能够提供强力支持，但环境行动仍然受到现实制度、实

体权力、机会结构、行动议题与策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故应重视虚拟支持与实体制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

相互作用。第三，网络作为表达环境主张和实施环境行动的手段与工具，也会被环境行动所指向的对象所

掌控，进而对环境行动发挥反制作用。因此，如何构建多样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加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

息交流和良性沟通的制度建设，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为公众营造一个健康美好的生态环境，是亟

社会结构变迁的环境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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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深化的研究议题。

此外，随着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大气污染等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这些问题带来的社会影响

及应对策略日益成为研究者以及社会公众所关注的重点。整体而言，全球化为我们认识与理解当代中国

特定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社会影响及应对策略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但仍需在以下方面加以完善：一是

在直面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环境风险和环境问题的同时，应注意到全球化给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如

提高资源利用率、废弃物的处理及循环再使用、增强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等，并思考如何有效借鉴发达国

家的经验和技术来推进我国的制度建设和社会建设，以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发展。

二是由于历史与现实因素，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及我国的欠发达地区目前尚处于初级现代

化的发展阶段，因而在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上也存在区别，应当构建一种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区别的责任

承担体系，并具体落到制度设置、政策实践和共同行动过程，这是具有挑战性的一项任务。三是面对全球

性环境问题这一新型的社会事实，如何在世界体系、公害输出、环境流等理论范式的基础上确立自身的研

究范式，并结合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低碳社会、生态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开展跨学科、跨国界的研究，

将是学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新课题。

最后，随着社会转型不断深化及环境问题的集聚爆发，学术界从最初主要关注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和

社会影响，逐渐转变到侧重研究环境问题的社会应对，但现有的探讨与分析多集中于宏观政策层面，对于

环境制度和环境政策的实施逻辑与内在机制、环境治理所面临的制约与障碍、生态现代化和绿色发展的联

系与区别、绿色发展的城乡差异与地区差别、特定地区与行业以及企业实施环境治理的成功经验等，都需

要结合具体实践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社会处于环境高风险时期，倡导复合型环境

治理模式，但作为三大治理主体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却因其自身的现有特点以及我国体制的限制，都

与复合型环境治理模式的要求有一定距离，尤其是社会组织的发展较为滞后，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

推动三大主体的变革与发展、促进相互之间的协作配合，以更好地改善我国的环境状况和提升环境质量，

显然是学界应关注的重点。

本文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理

论与实践研讨会”和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的“第五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得到洪大用教授、

刘少杰教授、王水雄副教授、龚文娟副教授等诸多师友的指教，在此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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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Dimension of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Review on Studies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China

PENG Yuan-chun, MAO Jia-bin

Abstract：Reviewed on studies of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article found these studies in China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
tics: the continued impact of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the increasing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
ment constraints, the prevalence of consumerism and the promotion of green living, focusing on the con⁃
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virtual support of environmental action, the global spread of environ⁃
mental injustice and the active advocacy of common action, the promo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the
deepening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o discuss urban-rural inequality, green
urbanization; green lifestyle, network environment action,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complex envi⁃
ronmental governance, in order to further enhance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research in China.

Key words：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Issue; Green Develop⁃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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